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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工资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障。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多层次Ｍｉｎｃｅｒ工资扩展
方程，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单一的城市落户对新生代农民工

工资收入作用效果不明显，但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其收入增长，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将对农民工

收入产生激励效果。当前市民化政策偏离了生产效率导向，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功能。各地市民化政

策应兼顾分配功能和生产功能，实现城市社会公平和生产效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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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
务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其中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农
民工工资稳定增长，引导约１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努力实现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
户。两个“一亿”工程是城镇化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点。城

镇化的目标是以质量提升实现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

型，而不仅是落户城市。两个“一亿”工程的核心是改善农民

工生存发展质量，而收入增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和保障。

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扩展的Ｍｉｎｃｅｒ收入方程，研究新生代农民
工工资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教育与工作岗位匹配度、就业差异性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

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１－７］，但限于样本

来源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学者从宏观视

域运用统计数据探讨城市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联性，研究

方法主要有线性回归分析［８］和时间序列协整分析［９－１２］，结果

表明，城镇化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两者存在强的因果关系。

然而就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而言，市民化对其工资收入水平产

生怎样的影响尚未有相关研究。本研究拟构建 Ｍｉｎｃｅｒ收入
扩展方程，利用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域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旨在为促进

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依据。

１　模型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 Ｍｉｎｃｅｒ提出的工资方程已成为研究劳动
力收入的经典模型。Ｍｉｎｃｅｒ方程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完
全由人力资本及其他个体特征决定［７］。在实证研究中，

Ｍｉｎｃｅｒ工资方程通常表示为：
ｌｎ（Ｙ）＝αＸ′＋μ。 （１）

式中：ｌｎＹ为个人收入的对数；Ｘ为一系列代表人力资本变量
（如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年龄等）；α为待估计参数，表示
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率；μ为随机扰动项，满足期望值为 ０的
假设。

Ｍｉｎｃｅｒ认为，随着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收入在人力资本各
因素边际上呈现指数型增长，因此Ｍｉｎｃｅｒ对收入水平进行了
对数转换，扩大了收入方程的适应性。可以将难以估算的人

力资本投资的货币投入成本变为容易估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

经验等，还可以将影响工资收入水平的其他相关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纳入方程中，形成扩展的Ｍｉｎｃｅｒ方程。Ｍｉｎｃｅｒ方程拓
展为：

ｌｎ（ｙ）＝ｆ（ｓｃｈ，ｅｘｐ，Ｘ，ε）。 （２）
式中：ｙ是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ｓｃｈ代表教育年限，ｅｘｐ代表
工作经验，两者代表人力资本水平；Ｘ代表人力资本之外对工
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ε是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着重探讨农民工市民化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

Ｍｉｎｃｅｒ收入方程中除引入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常规变量外，
还引入市民化哑变量ｃｉｔｉｚｅｎ和其他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形成Ｍｉｎｃｅｒ收入扩展方程。为减轻多重
共线性影响，本研究拟构建多个收入方程以比较目标变量

（市民化）作用的稳定性。在收入方程中分别引入控制变量、

ｅｘｐ２变量以及交叉变量。ｅｘｐ２表明工作经验对收入增长贡
献存在１个极值，达到极值后收入随经验增长呈现指数型减
少。引入交叉变量目的是减小人力资本变量（教育年限和打

工经历）与目标变量联动作用对模型的扰动。本研究拟构建

收入扩展方程（３）～（７）如下：
ｌｎ（ｙ）＝α０＋α１ｓｃｈ＋α２ｅｘｐ＋α３ｃｉｔｉｚｅｎ＋ε； （３）

ｌｎ（ｙ）＝α０＋α１ｓｃｈ＋α２ｅｘｐ＋α３ｃｉｔｉｚｅｎ＋∑αｉＸ＋ε； （４）
ｌｎ（ｙ）＝α０＋α１ｓｃｈ＋α２ｅｘｐ＋α３ｃｉｔｉｚｅｎ＋α４ｅｘｐ

２＋∑αｉＸ＋ε；
（５）

　　ｌｎ（ｙ）＝α０＋α１ｓｃｈ＋α２ｅｘｐ＋α３ｃｉｔｉｚｅｎ＋α４ｃｉｔｉｚｅｎ×ｅｘｐ＋
∑αｉＸ＋ε； （６）
　　ｌｎ（ｙ）＝α０＋α１ｓｃｈ＋α２ｅｘｐ＋α３ｃｉｔｉｚｅｎ＋α４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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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ｉＸ＋ε。 （７）

２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２．１　数据来源
本调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３月进行，调查对象为“８０后”和

“９０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县级以下小城镇进入门槛较
低，农民工市民化已无障碍，本研究仅对地级市及以上区域打

工的农民工进行调查。调查地区遍布东部、中部、西部２０余
省（市）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发放问卷１４００份，回收有效问
卷７９７份，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回收有效问卷数分别为
６４２、４７、１０８份。观测值的概况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本研究调查样本概况

变量 项目
比例

（％） 变量 项目
比例

（％）

性别 男性 ５４．２ 市民化　户籍市民化 １６．１
女性 ４５．８ 准市民化 ７．２

年龄 “８０后” ６２．７ 未市民化 ７６．８
“９０后” ３７．３ 打工年限５年及以下 ７３．４

婚姻 已婚 ３７．３ ６～１０年 ２１．８
未婚 ６２．７ １１年及以上 ４．８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７．９ 月收入　２０００元及以下 ３２．７
初中 ３９．４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３５．６
高中（含中职）２６．５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２５．７
大专（含高职）１５．９ ５００１元及以上 ６．０
大本 １０．３ 岗位类型体力性岗位 ４６．９

打工地区 东部 ８０．６ 技术性岗位 ３７．８
中部 ５．９ 管理性岗位 １５．３
西部 １３．６

２．２　变量选择
本研究选择如下１４个变量构建工资扩展方程，按照变量

分类依次引入到收入方程中。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选择

变量类型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及缩写

因变量 工资收入 月收入的对数ｌｎ（ｓａｌａｒｙ）
自变量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ｓｃｈ）；打工时间（ｅｘｐ）；

打工年限的平方（ｅｘｐ２）
市民化变量（ｃｉｔｉｚｅｎ） 户籍市民化；准市民化

交叉变量 户籍市民化×教育年限；户籍
市民化×打工年限

就业变量 岗位类型

个性特征 年龄段；性别；婚姻

　　选择农民工月工资收入水平为因变量并作对数化处理，
表示农民工工资收入状况。用教育年限和打工时间衡量农民

工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年限相对趋中，数

值波动不大，为避免教育年限与常数及其他数值型变量出现

多重共线性，回归分析中用教育水平替代教育年限。教育水

平是属性变量，基础教育学历（中小学教育）设为０，高等教育
学历（大专、本科及以上）设为１。市民化变量是以未市民化
为参照组，包括户籍市民化和准市民化的１组哑变量。户籍
市民化即农民工已落户城市。准市民化是从城市公共服务和

福利受益情况看，即农民工虽然没有落户城市，但享受住房保

障、职业介绍和培训公共服务，相当于享有城市市民主要公共

服务和福利，可以看作农民工实现了准市民化。户籍市民化

组有效样本１２８个，准市民化组有效样本５７个，未市民化组
有效样本６１２个。选择户籍市民化与教育年限、打工年限的
乘积。落户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标志，目前政策是只要落

户城市，就相应地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服务福利。户籍市民

化是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化（本研究没有考虑城市各级居住证

政策）。岗位类型是以体力型岗位为参照组，包括技术型岗

位、管理型岗位的一组哑变量。个性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

姻。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将年龄数值变量转换成包含“８０后”
与“９０后”２个年龄段的属性变量，“８０后”农民工设为０，“９０
后”农民工设为１。性别、婚姻为属性变量，男性为１，女性为
０；已婚为１，未婚为０。

３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比较目标变量的作用效果和稳定性，根据公式（３）～
（７）分别构建模型１～５。实证过程发现，如果保留截距，模型
拟合优度不高。如果截距为０，即人力资本收入线经过原点，
模型拟合优度和自变量显著性均显著提高。对于一般农民工

而言，影响工资收入的体制性因素较少，农民工一般实行计件

工资，收入水平主要由劳动贡献量决定，回归分析可以去掉常

数项。但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存在，农民工工资受到制度性

因素的影响，回归方程中需保留截距。鉴于此，本研究拟构建

包含截距项的农民工工资扩展方程。

　　从表３中模型１～５可以看出，计量模型虽然拟合优度偏
低，但基本能够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值趋近
于２，模型整体基本稳定。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看，教育水
平与打工年限２个变量计量检验显著且作用系数较大，教育
水平的收益率为０．０８～０．１５（经验值为０．０５～０．０６），打工年
限为０．０２４。从人力资本之外的自变量模拟系数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３．１　市民化变量作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户籍市民化只有在控制了教育交叉变量后作用效果才显

著，且作用系数为负，而准市民化始终在０．１水平下显著。这
一结果与前期假设不相符。究其原因，户籍市民化政策没有将

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和技能）和就业质量作为必要条件，没

有充分激发农民工劳动生产力提升的内在动力，虽然农民工落

户城市后享有市民权利，实现了社会公平，但没有产生收入创

造激励效果，反而因落户问题解决后更偏向于选择低强度、低

收入的舒适性工作。户籍市民化１２８个样本中包含了７３个本
（专）科毕业生，其户籍市民化率（３４．９％）是非本（专）科农民
工（１６．１％）的２倍多，毕业生城市落户主要依据国家统一政
策，而不看实际知识技能水平，这无助于毕业生收入增长。

３．２　户籍市民化与教育年限交叉变量产生正向效应
户籍市民化与教育年限交叉作用系数为正，表明相对于

未市民化和准市民化而言，具有一定教育年限的农民工落户

城市后，有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可能由于接受过教

育的农民工如果落户城市，能够发现和获得更高收入的就业

机会，收入水平高于未落户状态。如果优先将具有一定教育

经历或参与教育培训并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落户城

市，将促进其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户籍市民化与打工年限交

叉作用系数不显著，说明打工时长不一的农民工市民化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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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Ｍｉｎｃｅｒ工资扩展方程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常数 ７．７１１ ７．７２４ ７．６３４ ７．７１９ ７．７４２

教育水平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１ ０．０８８

打工年限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市民化（以未市民化为参照组）

户籍市民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４６６

准市民化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１

性别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２

年龄段 －０．１７０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４

婚姻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２

岗位类型（以体力型岗位为参照组）

技术岗位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管理岗位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３

打工年限２ －０．００３

户籍市民化×教育年限 ０．０３９

户籍市民化×打工年限 －０．００５
校正的Ｒ２ ０．１２４ ０．２０７ ０．２２３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５
Ｆ值 ２９．２ ２４．１ ２３．８ ２１．７ ２２．８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１．６３７ １．６７８ １．６９３ １．６７９ １．６６９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水平显著。

工资收入作用不明显。与教育年限不同，打工年限的报酬率

呈倒“Ｕ”形变化。当控制了打工年限的平方后，打工年限系
数跃升到０．０６６。打工年限平方的系数为 －０．００３，表明超过
一个极值后，打工年限对工资增长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

向作用，工资水平下降，这与体制内就业者工资随工龄增长的

现象正好相反。

３．３　就业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与预期结果不同的是，相对于体力型岗位，农民工技术型

岗位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管理型岗位在０．０５～０．１水
平下显著。说明从事技术工作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被充

分尊重，技术劳动的收入分配能力较低。而管理型工作的工

资收入作用效果明显且相对稳定，作用系数为０．０８３。
３．４　个性变量的作用

性别变量作用系数在０．１５～０．１７之间（０．０１水平下显
著），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效果高于女性；婚姻变量作

用系数在０．０６～０．０８之间（０．０１水平下显著），已婚农民工
工资收入作用效果高于未婚者，夫妻双方共同决策提高了农

民工收入水平。“９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变量作用系数为负，说
明“９０后”农民工打工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不如“８０后”，工
资水平也低于“８０后”。

４　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工资收入作用效果不明显，当

纳入城市落户与教育年限产生联动作用后，农民工落户城市

对工资收入产生反向作用，显示当前的农民工落户政策偏离

了生产效率导向，没有将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和技能）和就

业质量作为必要条件，没有产生劳动生产力提升激励效果。

教育与市民化产生联动效应，具备一定教育培训经历的新生

代农民工落户城市有助于其工资增长，而拥有一定打工经验

的农民工落户城市对其工资收入影响效果不明显。

享受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未落户农民工增加 １百分

点，农民工工资收入将增加０．１百分点。落户城市不是农民
工市民化的归宿，提高劳动能力及其收入水平才是农民工市

民化的题中之义。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遵循了民生原则，如将拥有合

法住所、一定打工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作为落户城市的基本

条件，给予未落户农民工城市居民对等的城市福利待遇等。

这仅是分配领域的市民化。按照生产决定分配原则，市民化

工程不但应该着眼于城市社会分配公平，还应该关注社会生

产效率的提高，为农民工城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各地市民化政策应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避免出现重社会公

平、轻生产效率倾向。拟实施的城市居住证分类管理制度应

充分考量教育年限、培训时间、技能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等生

产性指标，优先让具有一定教育经历或参与教育培训的农民

工落户城市。政府的教育培训政策不但需要关注未落户农民

工的短期培训，还应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工参加学历教育，提高

农民工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社

会融合做好准备。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截面数据而不是时间序列数据，“工

资增长”的实际含义是样本间工资差别，“工资增长”概念仅

表示特定样本工资水平相对于比较样本的状态。研究中用已

市民化样本与未市民化样本作比较，由于２种样本分属于２
个总体，这样就出现选择性偏差。即比较对象是不同群体的

２种状态而不是同一群体的２种状态。群体间自身禀赋的差
异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农民工

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理应获得平等的城市居民权

利。如果设计政策时考虑到城市福利分配对农民工人力资本

积累的激励功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将产生事半功倍的

效果。如果将享受社会保险和子女入学等福利待遇的农民工

纳入准市民化样本，则模型不能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参加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子女入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内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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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保健性因素，不会产生收入创造的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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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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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权分置”被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重大改革。虽然这项改革对
现实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三权分置”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分析了“三权分置”的历史背景以及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历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确“三权分置”的合理性及历史必然性；并通过分析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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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是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

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三权分置”是在所有

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基础上将农户家庭的承包经营

权进一步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两权。“三权分置”被认为

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

新，也是中央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又一重大改革。

１．１　“三权分置”的背景
１．１．１　细碎化土地阻碍规模农业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改革时，为了公平公正，土地分配的方法就是不同的土地都

会对农户分配一块，这样就造成了我国耕地细碎化的现象。

虽然在实践中，农户通过协商等方法使得自家耕地相对集中，

但现实中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我国农村地区。细碎

化的土地在给普通农户的生产经营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极大

地阻碍了规模农业发展。采取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式实现农业

的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１．１．２　单纯作物种植收益低下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
为１．４ｈｍ２。在粮食种植成本增加、粮食价格并未随之上涨
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模式显然并不能为农户

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广大农村地区，青壮年流向城市寻找

工作机会，原有耕地遭到弃耕或者流转给其他农户。通过促

进土地流转，可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同时可解除农户对

土地的反向束缚。

１．１．３　实践中的土地流转行为有待规范　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底，全国共有４．６亿ｈｍ２家庭承包耕地参与土地流转，流转面
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的３５％，５８３３万户农户将自家土地
向外流转，占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农户数的２５．３％。土地流
转活动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然而土地流转过程中缺乏统一有

效的法律以及制度监管，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问题纠纷，因此

“三权分置”既是对现实中土地流转现象的追认，又是对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的规范。

１．２　本研究价值
“三权分置”并非仅仅在原有的“所有权 －承包经营权”

两权体系上新增加一权，而是对土地权利框架的重新设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两权体系下，土地权利只能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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